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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减量化：农户经营的规模逻辑及其证据

张 露 1,2 罗必良 2

摘要：本文将农户分为五种类型，并将农地规模分解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与连片规模，由此构

建“农户类型—规模形式—减量化行为”的分析框架，进而阐明农户减量化的规模逻辑。基于农户问

卷的实证分析表明：①对于所有样本农户来说，地块规模越大，减施量越高。其中，追求产量最大化

的生产型小农，减施量与经营规模呈“倒U”型变化，而追求多元化经营的功能型小农，减施量随经

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②农户连片规模扩大，减施量就增高，并且能够增强地块规模扩大以及经营规

模扩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③农户社会服务卷入程度加深，能够增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和连片规模

扩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据此，农业减量化，应鼓励农户开展连片种植，形成生产性服务的市场容量，

然后诱导服务供应商提供专业化服务，进而实现服务规模经营对农地规模经营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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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发展的目标与模式由国家或地区要素禀赋特征所决定。基于人少地多的资源禀赋特征，美国

现代农业基于机械化的资本投入替代劳动力投入，以降低土地生产率为代价，致力于劳动生产率的提

升；与之相反，日本的资源禀赋呈现人多地少特征，其现代农业发展表现为用高密度的现代要素投入

以弥补耕地不足，以降低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着眼于土地生产率的提升（黄宗智，2014）。同日本类似，

中国同样面临人多地少的要素失衡局面，并且迫于人口高速增长压力，中国提升土地生产率的需求远

胜于日本。由此造就单极化追求产量增长的发展模式。

由产量目标导向所决定的农业发展模式，特别是化肥、农药等农业化学品的密集施用，已经取得

卓越成就并解决了中国近十四亿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然而，持续过量农业化学品的施用引致了严重

的资源环境危机，包括土壤板结酸化，水源富营养化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等（魏后凯，2017）。更为严

重的是，环境的恶化反向威胁农产品的产量与品质安全（如镉大米事件），由此形成负反馈循环（叶兴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政策研究重点支持项目“农地确权的现实背景、政策目标及效果评价”（编号：71742003）

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模式仿真、结构优化与主体博弈”（编号：2019T120736）

的资助。本文通讯作者：罗必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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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2016）。为此，2015年农业部出台了《到 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 2020年农

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两减”受到学界普遍重视。

农业减量化的关键在于降低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和兽药等的施用量（纪龙等，2018）。已有关于

减量路径的探索包括三方面：一是生产者层面，通过对生产决策行为之心理动因的干预以提升减量偏

好，如行为惯性改变（项诚等，2012）、技术信息传递（Huang et al.，2015）、风险规避控制（仇焕广

等，2014）和经济激励刺激（褚彩虹等，2012）等；二是消费层面，通过引导消费者对绿色及有机农

产品的偏好（如健康信息沟通、社交网络影响），倒逼生产方式转型，实现生产减量化（Goetzke et al.，

2014）；三是农业经营组织层面，通过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带动土地流转，或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动合作经营，实现农地规模化生产，以达到减量化（Wuet al.，2018）。中国农业的经营主体是农户。

由此，本文重点关注农户生产要素配置与减量化之间的关联机理及其效果。

已有文献集中于讨论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减量化的关系（主流文献的农地经营规模通常是

指农户实际耕种的耕地总面积。本文将强调，农地经营规模仅仅是农地规模的一种形式）。多数已经表

明，农地经营规模与化学投入品施用量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性。Wu et al.（2018）测算指出，农户经

营的农地规模每增加 1%，则化肥和农药的用量能够分别下降 0.3%和 0.5%。一直以来，鼓励农地流转

与集中，扩大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发育规模化的农业经营主体，被认为是实现减量化的重要路径（蔡

颖萍、杜志雄，2016；Wu et al.，2018）。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研究却发现，二者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线

性的，而是存在农地规模阈值。诸培新等（2017）分析认为，水稻生产的亩均化肥投入随经营规模扩

大呈现“U”型变动趋势。纪龙等（2018）也证明，随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农户合理施用化肥概率有

所改善，但改善幅度随规模扩张呈逐级递减趋势。甚至有研究指出，随着规模的扩张，人工要素过度

投入趋势得以缓解，然而化肥过度投入现象并未改善（张晓恒等，2017；张聪颖等，2018）。可见，已

有关于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减量化影响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性结论。

之所以如此，本文认为源于两个原因：一是缺乏对农户农地规模多样性的理解。事实上，农地规

模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农户经营的农地总面积、地块数或地块面积、播种面积乃至于连片种植面

积等等，不同的规模形式隐含着不同的行为经济学含义（沈涵等，2011）。由于已有研究所表达的规模

概念主要针对于农户经营面积，因而忽视了不同规模情景减量化效果的实证分析。二是缺乏对农户要

素配置行为的有效甄别。不同类型的农地规模，使得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农户有着不同的行为目标偏

好，进而诱发不同要素配置行为与技术匹配策略，由此会导致不同的减量化效果（杨泳冰等，2016；

郭晓鸣等，2018）。已有研究尚未对此予以重视。

本文试图基于农地规模的概念梳理，从农户经营的层面揭示不同情景下农地规模、要素匹配与农

业减量化的关系，进而突破土地经营规模的单向思维，揭示农户卷入分工经济，以迂回交易方式实现

农业减量化的可行策略及其内在机理。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将农地规模区分为总量面积规模（即农

地经营规模）、地块规模与连片种植规模三种情形，分别辨析不同情形对农业减量化的影响，从而分类

刻画农地规模与减量化的关联关系；特别是突破以农地规模经营促进减量的单向思维，通过分析连片

规模、社会化服务卷入与地块规模、经营规模的交互作用，揭示出以服务规模经营实现农业减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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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机理与可行策略。本文分为六个部分：除引言外，第二部分主要是厘清不同情形的农地规模及其

经济学含义；第三部分讨论不同规模农户的情景依赖、行为目标及其减量化策略，并据此提出假说；

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第五部分是模型选择与计量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与讨论。

二、农地经营规模：概念、评论及拓展

（一）基本事实：农地经营规模与农户行为

尽管国家政策一直着力推进农地的流转与集中，全国农地流转率也从 2005年的 4.5%上升至 2016

年的 35.1%，但依然没有诱导小农经营格局发生根本性改观。1996年，中国经营土地规模在 10亩以

下的农户占家庭承包户总数的 76.0%，2018年的比重则高达 85.2%①
。与小规模相伴随的，是土地的细

碎化。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86年农户户均经营耕地 9.2亩，分散为 8.4块；2008年下降到

7.4亩，分散为 5.7块。农地经营的小规模及其细碎化，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农民的自由择业与劳动力非农转移，使得农户经营不断呈现出农业的兼业化与副业化。本

课题组 2015年对全国 9省区 2704个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户兼业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纯农户

的占比仅为 8.5%，表明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业。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占比由 1985年的 75.02%下降

到 2013年的 26.61%，则表明农民已不再以农为生（罗必良，2017）。据此，小规模格局难以激发农户

的农业经营热情，导致显著的离农化倾向。第二，农地的小规模及细碎化，必然导致规模不经济。1990～

2014年，中国三种粮食（稻谷、小麦和玉米）按现值计算的亩均产值年均增长 13.6%，但亩均成本增

长达 15.5%。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年均增长 12.2%，人工成本年均增长 16.9%，土地成本年均增长

24.6%（叶兴庆，2016）。不仅如此，农地细碎化在劳动力非农转移与经营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形下更易

引发撂荒。研究表明，农地的细碎化程度每提升 1%，农地撂荒的可能性增加 0.17%（罗必良、洪炜杰，

2019）。第三，由非农就业的比较收入优势形成的农户离农，与农业经营的比较成本劣势所形成的粗放

经营，必然导致农业减量化步履艰难。1978～2018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从 884.0万吨增加至

5653.4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4.7%；而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化肥用量从 58.9千克/公顷增加至 340.8

千克/公顷，年均增长率为 4.5%。与化肥用量的显著增长趋势类似，农药的施用量也从 1991年的 76.53

万吨，增加至 2015年的 178.3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3.6%②
。

（二）农业减量化的农地规模逻辑：一个评论

由于机械资本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引入存在农地规模门槛（如大型机械与无人机），借鉴美国大

规模、机械化的“大农业”经验，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就被直观地理解为提升农业生产率的必然出路，

也被认为是农业减量化的重要途径（黄宗智，2014）。为此，两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受到重视。第一，尽

管推进农地规模经营已成为基本的政策主线，但基于前述的政策绩效，可以认为，在能够预期的较长

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编），2019：《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8年）》，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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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寄希望于通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来实现减量化不具备现实可行性；第二，考察农户特性及其

农业生产所依托的要素市场环境演变是讨论农业减量化问题的逻辑起点，孤立地审视农户的农地经营

规模与减量化的关系，忽视其差异化的关联机理与作用机制，可能造成对二者关系的误判。

1.减量化行为解释的孤立性：忽略要素匹配的关联性。当农户的经营规模超出家庭农业经营能力

时，会形成劳动力要素的刚性约束，经营主体或者通过要素市场补充劳动力，或者引入机械化的生产

要素替代劳动力（王建英等，2015）。由此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农业化学品施用模式，即完全人工

施用、人工与机械结合施用以及完全机械施用。一方面，由于人工投入与机械资本的组合投入不同，

其农业化学投入品的施用量与利用率在不同规模乃至同等规模的农户间，均可能形成较大差异。另一

方面，人工与机械均可以实现减量化，但机理不同。其中，人工施肥的机动性更强，可以根据局部作

物生长情况灵活地进行现场处理，但缺乏标准化；机械施肥则可进行定量化与标准化控制，能够保证

施用量的均匀和精准性并避免施用损耗，但存在土地规模匹配与机械利用效率的约束。可见，忽略生

产要素的匹配特征来讨论农地经营规模与减量化的关联，可能存在较大误差。

2.减量化行为解释的静态性：忽略农户经营目标转换的行为影响。长期以来，农业人口增长与耕

地的刚性约束，造成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内卷化，即通过高度密集的劳动力投入提升耕作的精细度与复

杂度，消解劳动力的增长并避免收入降低（黄宗智，1986）。由此，农地规模小、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

生存型小农大量形成。然而，20世纪 80年代起，非农产业的发展诱导了农业的去内卷化，使得生存

型小农出现分化。部分农户开展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以老龄或妇女劳动力留守务农，发展成为追求

生活体面感、幸福感的生活型小农；部分具备经营能力的小农，通过农地转入，发展成为以追求产量

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型小农；部分农户甚至转型为旨在拓展农业食品供给功能、发挥其多元化价值的

功能型小农（贺雪峰、印子，2015；郭晓鸣等，2018）。生产目标转型会引发小农化学投入品施用量的

行为差异。显然，忽视农户的务农目标及其行为动机，难以准确把握其减量化的内在机理。

3.减量化行为解释的同质性：忽略农地流转及经营规模所隐含的差异性。地权均等以及考虑灌溉

条件、土壤肥力以及距居住点远近等多重因素所决定的农地分配方式，使得同一家庭所分得的地块亦

不连片，造成严重的农地细碎问题。所以，即便是经营着同等规模耕地的农户，其地块数与地块面积

均存在差异，随之可能带来农业化学品施用量的差异（王建英等，2015）。与此同时，农户对耕地的经

营决策不同，化学品的施用量亦可能不同。首先，发生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家庭可能选择撂荒或将土地

转出；而以农为业的农户则可能通过土地转入扩大经营规模。实际经营的农地规模发生变化，可能造

成农户化学投入品施用量的差异（Wu et al.，2018）。此外，农民的行为决策具备显著的从众倾向，例

如，多个农户通过地块的连片种植，可在保留小农土地经营权的基础上，获得规模经济性，从而改变

化学品的施用行为（罗必良，2017）。据此，农地规模有着不同的表达形式，而仅仅以地块规模或总量

规模来判定减量化的机理，可能有失偏颇。

（三）逻辑拓展：农户类型、规模匹配与减量化的分析线索

在微观经济学中，厂商的规模经济是指扩大生产规模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是长期平均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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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随产量增加而减少的特征（即图 1中的平均成本曲线从 1s 移动到 2s ），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规模不

经济（从 2s 移动到 3s ）。图 1中， 2s 为最佳生产规模。

图1 厂商规模经济示意图

与工业中用产量表达生产规模不同，在农户的农业经营中，农业生产规模通常由农地规模或者作

物的种植面积来表达，所以，图 1中的横轴所代表的“产量”可以替换为农地规模。问题的复杂性在

于，农户经营的农地存在多种情形，决定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因而隐含着不同的规模经济性含义。

而农户的转型分化，则可能引发包括农地规模在内的一系列生产要素配置改变，并衍生出截然不同的

农业减量化的行为倾向。所以，在物质获取层面，本文用务农收入表征农户通过农业生产获得的物质

丰裕度；在精神获取层面，本文用生活满意度表征农户通过农业生产获得的精神满足水平。由此，本

文将小农户划分为四种类型，即生存型、生活型、生产型和功能型。

农户的农地规模亦具有不同的情形。本文将农地规模细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地块规模。地块规模

越大，越有利于机械施用技术与装备的采纳，从而通过保证作业的连续性而改善施用效率（纪龙等，

2018）。二是经营规模。农户经营的农地面积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农户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并在规模化的

肥料采购中进行信息收集与质量甄别（褚彩虹等，2012）。三是连片种植规模。连片规模越大，越有助

于通过生产性服务外包而进行专业化、精准化的减量作业（罗必良，2017）。基于上述，本文试图构建

“农户类型—规模形式—减量化行为”的分析框架，并由此阐明农户减量化的规模逻辑。

第一，对于以兼业为主的农户来说，其家庭收入通常由务工收入主导，倾向于通过农地要素市场

转出部分或全部耕地，缩小农地经营规模或减少地块数量，转型为追求劳动价值感与生活幸福感的生

活型农户（贺雪峰、印子，2015）。这类农户往往选择节省劳动力的作物品种与耕作方式。为了降低劳

动强度，生活型农户可能以增加单次施用量的方式来减少施用频数（即俗称的“一炮轰”）。相应地，

缓释肥和长效肥等能够减少施肥次数的减量化技术与该类农户的要素禀赋特征具有良好的匹配性。

第二，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农户而言，因其农业生产能力的不同亦可能出现分化。对生产能力有限

的农户而言，在小规模经营情境下，其可能选择精耕细作以提高土地生产率来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

从而成为追求自给自足的生存型农户（罗必良，2017）。由于化肥作为外部要素投入会产生购置成本，

因而这类农户会依靠劳动力的“无限投入”，栽培绿肥或制作农家肥，以替代化肥投入来降低生产成本。

由此，通过家庭内部生态圈的构造，以内部有机肥替代外部化肥投入，更为契合生存型农户的要素禀

赋条件。对生产能力突出的农户，其可能通过农地转入扩大经营规模以实现与其生产能力的匹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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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农户因农业经营目标不同将进一步分化为追求产量最大化的生产型农户和追求产值最大化的功能

型农户。其中：（1）生产型农户受产量目标驱使，可能倾向于以密集的化肥投入来提升土地生产率（张

晓恒等，2017）。无论是耗费人工成本的有机肥，还是存在肥效风险的生物肥，均与生产型农户的产量

目标导向相冲突。由此，根据土壤肥力状况配制的测土配方肥，一方面通过精准施用减少用量并降低

成本，另一方面又可以享受政府补贴以弥补肥料价格上升的潜在损失。因此，生产型农户的减量化往

往偏好以化肥养分元素的配比改变来降低用量、提高效率。为了降低测土配方的成本，生产型农户往

往倾向于减少地块数而扩大地块面积。（2）功能型农户偏好于高附加值的产品（如绿色农产品）或服

务（休闲、体验与观光）来谋求产值最大化（魏后凯，2017）。这类农户会自发地减少化肥施用量，采

用生物炭基肥等基于天然原料生产的肥料，以确保产品或服务契合目标消费群体的亲环境偏好。所以，

功能型农户的减量化偏好以低残留、低污染要素替代高残留、高污染要素，以降低肥料的毒性危害。

第三，鉴于农地小规模与细碎化的禀赋约束，交易能力突出的农户可能选择大规模转入土地，实

现农地规模经营，从而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农业经营主体（蔡颖萍、杜志雄，2016）。考虑到农业

劳动工资不断提升的基本趋势，尤其是大规模经营所决定的“农忙”用工约束以及农业特性所内含的

高昂劳动监督成本，这类主体往往倾向于通过购置农机等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以提升劳动生产率。

由于农户装备技术的采用与农地规模具有依存性，例如大型植保机械或无人机施肥往往存在一定的门

槛（包括大规模生产与连续性作业以改善资本利用效率），利用迂回投资与迂回交易的方式进行植保的

外包服务，既能够通过精准化施用降低损耗，又能够缓解施肥的劳动力约束。此时，农业规模经营表

达为服务规模经营，农户可从分工与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收益（罗必良，2017）。

可见，生存型、生活型、生产型和功能型农户并不必然被排除在减量化的新工具、新方法之规模

门槛之外。若农户能够与周围地块农户种植同类作物品种，则可以突破农地产权交易的困境，实现连

片化种植规模的提升。尤其是，连片规模的扩大能够形成充足的市场容量，吸引服务供应商进入，提

供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因此，多个农户种植的一致性行动将能够获取农业减量的规模经济和分工经

济。特别地，伴随众多农户的卷入、连片规模的扩大、外包主体的进入以及服务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

迫于成本压力的服务供应商可能自主进行工具与技术革新，从而实现农业减量的市场化。

图 2刻画了不同类型农户在不同规模情景下的要素配置及其减量化的基本趋势。

图2 不同经营规模情景下的要素配置及其减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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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地规模与减量化：行为机理及假说

如前所述，农户的农地规模可表达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与连片规模。不同的规模类型，隐含着

化学品施用的不同行为机理及减量逻辑。

1.地块规模引致的施用量差异。地块规模表达为最大地块面积（王建英等，2015）。当农户所拥有

的地块规模较小时，意味着单位面积农地的化学投入品施用需要耗费更高的人工成本，因为携带施用

物资在不同地块间转场会耗费体力和工时。然而劳动力非农转移引致的雇工价格提升，以及作物品种

不连片引致的机械化作业障碍，造成家庭剩余劳动力有限的农户采用粗放式的施用方式（如不按照化

肥说明书规定计量、次数施用），从而可能增加施用量。反之，当农户所拥有的地块规模较大时，不仅

可以节省转场所需的人工成本，为机械化作业提供可能，而且可以通过连续性的施用提升行为的熟练

程度、增强行为惯性，从而由作业精准度提升来降低施用量。

假说 1：农户地块规模越大，则化肥减施量越高。

2.经营规模引致的施用量差异。经营规模表达为农户实际经营总面积（诸培新等，2017）。农户经

营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达农户的农业经营目标。实际经营面积等于确权面积的生存型农户追求自

给自足，而实际经营面积低于确权面积的生活型农户追求生活价值感，囿于土地或人力等要素限制，

二者的农产品商品率相对有限。而实际经营面积高于确权面积的农户，因土地转入而扩大经营规模，

被认为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贺雪峰、印子，2015）。因此本文重点对生产型和功能型农户做进

一步的细致考察。若其务农的目标为追求产量最大化，其可能通过密集施用化学投入品获取产量的提

升，造成初期规模扩张的减量效用逐渐被抵消；若其务农的目标是拓展农业食品供给功能、发掘农业

多功能价值，则其可能采纳绿色生产模式以降低化学投入品施用。因此，这两类农户在减量化的规模

逻辑上具有代表性。

假说 2a：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型小农，化肥减施量与经营规模呈倒U型变化。

假说 2b：追求多元化经营的功能型小农，化肥减施量随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3.连片规模引致的施用量差异。连片规模表达为邻近地块种植的作物品种的一致性（罗必良，2017）。

若农户卷入横向分工，即采纳连片化种植，对内提升家庭不同地块种植品种的集中度，对外同邻近地

块的种植品种保持一致，就能够形成生产性服务外包的市场容量。由此，一方面农户连片种植而卷入

纵向分工，分享服务规模经济性；另一方面服务规模的扩张则可以通过机械化、自动化提升作业操作

的精准程度，降低施用损耗。

假说 3：种植的连片规模越大，化肥减施量越高。

4.三种规模的交互作用引致的施用量差异。对扩大农地规模的农户来说，其转入的土地必然也以

细碎化的形式存在，故而可能加剧其既定经营规模的细碎化程度。这表明，地块规模小对减量化的消

极影响，可能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被放大，从而削弱甚至抵消经营规模扩张潜在的减量绩效。但是，

对地块规模小和经营规模小的农户而言，若在分散的地块种植同类作物，则可以获得连片规模扩大带

来的减施效应。需要说明的是，农地规模策略，如扩大地块规模和经营规模，具备减量的可能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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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具备可行性，因为现阶段无论是兼业还是非兼业农户而言，农地的生存保障与风险抵御功能仍客

观存在。连片规模的扩大则截然不同，其并不触及敏感的人格化财产及产权交易问题，仅需要通过对

所种植作物的种类进行相机决策来分享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因而更具现实可行性。

假说 4a：地块规模的扩大，可能增强经营规模对减施量的促进作用。

假说 4b：连片规模的扩大，可能增强地块规模对减施量的促进作用。

假说 4c：连片规模的扩大，可能增强经营规模对减施量的促进作用。

5.纵向分工与规模交互引致的施用量差异。连片规模的扩大会形成充足的市场容量，诱导服务供

应商进入，提供专业的喷施服务，生成服务规模经营。服务规模经营对农业减量化的促进作用主要表

现在降低交易费用与改善分工效率两个维度。一方面服务供应商具备更强的肥效信息采集与甄别能力，

从而可能克服化学投入品作为经验性产品的品质判断困境，以及可能由市场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供需双

方败德行为阻碍，实现交易费用的降低。另一方面服务供应商具备更强的融资和研发实力改进减量技

术或工具，由此降低减量成本和提升减量效果，继而通过纵向分工的深化反向刺激横向分工，吸引更

多的农户卷入社会化服务，实现分工效率的改善（罗必良，2017）。若农户社会化服务卷入程度越深，

表现为采纳农业专业化服务的类型越多，为社会化服务支付的成本越高，则其生产的设施化、专业化、

标准化和精准化程度越强，施用的损耗就越低、吸收效率就越高。

假说 5：社会服务卷入程度越深，可能增强三类规模对减施量的促进作用。

四、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中国是水稻生产与消费大国，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世界的 20%和 33%①
。针对中国水稻生

产环境影响的研究发现，氮肥产生的碳排量占水稻全生命周期碳排总量的比例高达 53%～57%，原因

在于化肥的过量施用与低效利用（Cheng et al.，2011）。据此，本文对水稻生产中的化肥投入展开研究。

湖北省是中国重要的水稻产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该省稻谷产量为 1927.16万吨，占

全国总量的 9.08%。本文采用课题组于 2018年底完成的对湖北省水稻主产区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展开

分析。具体抽样范围覆盖湖北省三大稻区，即鄂中丘陵、鄂北岗地单季籼稻板块，江汉平原、鄂东单

双季籼稻板块，以及鄂东北粳稻板块。然后考虑各板块的播种面积确定样本县个数，并依据各县种植

面积随机抽取 2～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个行政村，每个村随机抽取 45个农户，共发放问卷

1800份，满足本文研究的问卷为 1752份，问卷有效率 97.33%。

（二）描述统计

本文以经营规模 35亩为阈值，区分小农户和新农业经营主体；然后根据务农收入和生活满意度将

经营规模在 35亩及以下的小农户分为生存型、生活型、生产型和功能型。表 1所示，生存型农户的

地块规模最小，生活型农户次之，生产型和功能型农户的大体相当，而新农业经营主体的地块规模最

①
数据来源：Rice knowledge forChina, http://www.knowledgebank.irri.org/country-specific/asia/rice-knowledge-fo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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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营规模从小到大顺次为生存性、生活型、生产型、功能型和新农业经营主体。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经营规模扩大，地块个数也随之增多。连片种植方面，新农业经营主体的连片比例最高，生存型

农户其连片比例高于生产型和功能型农户。

表 1 不同类型农户的地块规模、经营规模与连片规模统计

农户

类型

占总样本比例

（%）

地块个数

（块）

最大地块

（亩）

地块规模

（亩/块）

经营规模

（亩）

连片比例

（%）

生存型 20.66 7.14（24.94） 4.24（5.22） 3.23（4.79） 14.17（37.22） 82.00（0.39）

生活型 26.66 6.69（11.85） 5.70（23.60） 4.11（18.34） 22.75（149.70） 77.00（0.42）

生产型 17.12 16.77（42.20） 8.20（20.28） 9.49（36.25） 52.79（125.90） 68.00（0.47）

功能型 20.09 19.11（68.40） 11.23（33.88） 8.38（23.24） 62.14（182.50） 70.00（0.46）

新主体 15.47 44.44（102.80） 23.87（57.99） 21.97（53.07） 176.40（327.30） 86.00（0.35）

注：①地块规模为经营面积除以地块数；②连片比例为进行连片种植的农户在各类样本农户中所占比例；③括号内

数值为标准差。

要素投入与产出方面（见表 2），与前文一致，化肥亩均用量最高为生产型农户，其次为新农业经

营主体、生活型农户和功能型农户，最低为生存型农户。生存型农户主要依靠人工作业，所以机械服

务采纳最少；新主体自行购置机械，所以机械服务采纳也相对较低；生活型农户依靠机械弥补劳动力

不足问题，因而机械服务采纳高于生存型农户；生产型和功能型农户机械化采纳比例最高。人工雇佣

方面，由于功能型农户追求的绿色化、有机化生产对劳动力要求高，例如需要人工除草代替除草剂，

故而其人工雇佣最多；新农业经营主体用机械化缓解部分劳动力要求，人工雇佣次之。农户收入方面，

生活型农户的兼业收入主导家庭收入，所以在四类小规模农户中总收入最高，功能型农户因为产品附

加值最高，因此农业收入居于首位。此外，在农作物产量方面，生产型和功能型农户的产量最高。

表 2 不同类型农户的要素投入与产出

农户类型
化肥用量

（斤/亩）

机械服务

（项）

人工雇佣

（人）

农户总收入

（万元）

农业收入

（万元）

作物产量

（斤/亩）

生存型
107.63

（59.82）

1.49

（0.89）

4.17

（30.16）

6.92

（7.44）

1.44

（1.90）

1390.00

（500.80）

生活型
123.45

（62.64）

1.76

（0.91）

3.19

（18.37）

11.13

（93.94）

2.60

（25.62）

1392.00

（493.00）

生产型
175.00

（67.03）

1.87

（0.95）

4.36

（24.50）

7.52

（15.76）

6.46

（14.14）

1441.00

（496.10）

功能型
113.53

（48.87）

1.83

（0.91）

7.67

（41.90）

8.82

（25.10）

7.91

（23.82）

1450.00

（529.80）

新主体
140.57

（70.17）

1.55

（0.86）

5.47

（17.99）

30.27

（140.40）

19.32

（48.96）

1411.00

（533.50）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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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型、变量与计量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置

1.减量测算模型设定。已有对于农业减量的研究，多直接以化学品用量为被解释变量（Huang et al.，

2015）；部分研究采用化肥利用效率为被解释变量（邹伟、张晓媛，2019）。与之不同，仇焕广等（2014）

和孔凡斌等（2018）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进一步表达了减量化效果。参考

后者，本文首先构建C-D生产函数测算化肥投入最优量；然后根据农户实际投入量与最优量之间的差

值判断其减量程度。其中，C-D生产函数的设置如下：

0 1 2 3 4ln = + ln( )+ ln( )+ ln( )+ ln( )+i i i i i iy Fertilizer Labor Machine Other      （1）

（1）式中， iy 表示农户 i亩均水稻产量， iFertilizer、 iLabor 、 iMachine 和 iOther分别表

示农户i亩均化肥、劳动力、机械和其他投入， 0 和 表示待估参数， 表示随机误差项。

基于效用最大化理论，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产出时农户实现收益最大化，即化肥对产量的边际收

益等于化肥价格与产出（水稻）价格的比值。其数学表达式为：

= Fertilizer

y

Py
Fertilizer P

（2）

进一步地，基于（1）式测算的化肥产出弹性 1 ，化肥对产出的边际收益可表达为：

=
y y

Fertilizer Fertilizer
 （3）

根据（2）式和（3）式，农户单位面积化肥经济最优施用量可表达为：

1 ×=
( / )optimal

Fertilizer y

y
Fertilizer

P P


（4）

2.减量行为影响因素模型设定。本文主要关注地块规模、经营规模、连片规模和社会化服务卷入

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决策的影响，据此构建的实证模型如下：

0 1= + + +reduce i i j iFertilizer X Control    （5）

（5）式中，因变量为农户化肥减量施用 reduceFertilizer ， iX 表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连片规

模和社会化服务卷入等核心解释变量， iControl 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

生产特征和外部条件）。 0 、 1 和 i 为待估参数， i 为随机扰动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是二分

类变量，因此利用二值选择 Probit模型对（5）式进行估计。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如前所述，本文利用农户化肥最优施用与实际施用量间的差值表征其化肥减施量。

具体在计量模型中，本文将实际化肥施用量处于最优量及其水平以下的农户赋值为 1，表示其减量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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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肥；反之赋值为 0，表征其未减量施用化肥。

2.核心解释变量。①地块规模，用农户实际经营最大地块的面积表征；②经营规模，用农户实际

耕种耕地面积表征；③连片规模，用最大地块种植品种与周围地块品种是否一致进行表征；④社会化

服务卷入，用农户在整地、插秧和收割环节是否采纳农机服务进行加总以考察其纵向卷入程度。

3.其他控制变量。①农户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兼业状况（参见

诸培新等，2017）；②家庭特征，包括生产型农户、功能型农户、收入水平、农业劳动力占比和家庭住

房面积（参见褚彩虹等，2012）；③生产特征，包括土壤肥力、地块距离、商品化率（参见仇焕广等，

2014）；④外部环境，包括灌溉条件、市场距离、田间交通条件、合作社服务、政府补贴和通讯状况（参

见张聪颖等，2018）；⑤区域虚拟变量，包括区域地形、气温、降水、病虫害等自然特征及区域水稻生

产技术传统、管理观念等人文因素的影响（参见杨泳冰等，2016）。变量描述如表 3所示。

表 3 变量含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投入—产出变量

产量 水稻产量（斤/亩） 1415.00 505.80

化肥投入 化肥投入量（斤/亩） 132.04 63.50

劳动力投入 劳动力投入量（人/亩） 0.79 4.40

机械投入 机械投入费用（元/亩） 218.90 114.90

其他投入 种子、农药投入量（元/亩） 199.80 186.80

被解释变量

化肥减量施用 化肥施用是否减量：是=1，否=0 0.29 0.45

核心解释变量

地块规模 最大地块的面积（亩） 7.19 23.67

经营规模 经营总面积（亩） 35.83 138.60

连片规模 相邻地块是否种植水稻：是=1，否=0 0.75 0.43

社会化服务卷入 整地、插秧和收割环节服务外包类型加总，0-3 1.73 0.92

其他控制变量

性别 经营决策者性别；女=1，男=0 0.10 0.30

年龄 经营决策者实际年龄（周岁） 58.25 9.93

受教育年限 经营决策者受教育年限（年） 6.30 3.49

健康状况 决策者是否经医疗机构诊断患有重要疾病：是=1，否=0 0.47 0.50

兼业状况 经营决策者是否兼业：是=1，否=0 0.17 0.37

收入水平 农户家庭总收入（万元） 8.84 54.87

劳动力占比 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重 0.44 0.24

住房面积 农户家庭住房实际面积（平方米） 180.40 91.22

生产型农户 高农业收入且低生活满意度农户：是=1，否=0 0.16 0.37

功能型农户 高农业收入且高生活满意度农户：是=1，否=0 0.27 0.44

商品率 2017年水稻销售量占水稻总产量的比重 0.88 0.33



农业减量化：农户经营的规模逻辑及其证据

- 12 -

土壤肥力 土壤肥力差=1，肥力中等=2，肥力高=3 2.21 0.65

地块距离 最大地块距离农户住房实际距离（米） 724.30 1248.00

田间交通条件 田间道路是否适合机械通行：是=1，否=0 0.89 0.32

灌溉条件 农田灌溉是否便利：是=1，否=0 0.68 0.47

合作社服务 农户是否获得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是=1，否=0 0.18 0.38

政府补贴 2017年农业生产获得政府补贴数额（元/户） 1469.00 9897.00

市场距离 到距离最近集镇的时间（分钟） 21.58 12.58

通讯条件 是否连接网络宽带：是=1，否=0 0.44 0.50

地区虚拟变量 以县级为单位设置地区虚拟变量 — —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化肥减施量测算。表 4的C-D生产函数估计结果表明，化肥对水稻产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生产弹性为 0.063。这说明，在化肥最优施用量以下，化肥投入增加 10%，水稻产量增加 0.63%。此

外，劳动力、机械和其他要素投入对水稻产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4 C-D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变量
水稻产量

系数 标准误

化肥投入（对数） 0.063*** 0.015

劳动力投入（对数） 0.085*** 0.025

机械投入（对数） 0.066*** 0.009

其他投入（对数） 0.024** 0.011

常数项 6.380*** 0.084

观测值 1752

R2 0.067

注：***、**、*表示在 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

由（3）式测算的结果表明，平均化肥最优经济施用量为 86.15斤/亩，户均过量施用 45.89斤/亩。

实际施用量等于或低于经济最优量的农户为 510户，占全部样本的 29.11%（见表 5）。

表 5 水稻生产化肥经济最优施用量测算结果

选项
实际施用量

（斤/亩）

最优施用量

（斤/亩）

化肥过量施用量

（斤/亩）

减量施用农户数

（户）

减量施用农户占比

（%）

总体样本 132.04（63.50） 86.15（50.20） 45.89 510 29.11

生存型 107.63（59.82） 82.72（49.08） 24.91 108 29.83

生活型 123.45（62.64） 84.46（54.70） 38.99 94 31.45

生产型 175.00（67.03） 82.11（45.61） 92.89 107 22.84

功能型 113.53（48.87） 91.26（52.99） 21.27 135 38.36

新主体 140.57（70.17） 90.20（57.40） 50.37 66 24.23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2.减量施用的影响因素。Probi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地块规模、连片规模与社会化服务卷入程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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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减量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分别是 8.909、0.824和 0.175，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 6）。

可见，伴随地块经营规模扩大、连片规模和社会化服务卷入程度的加深，农户更倾向于减少化肥用量。

其中，对生产型农户而言，其经营规模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分别为 1.937、-0.399，且均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这表明，生产型农户经营规模与化肥减量呈倒U型关系。以经营规模为 70亩为临界值
①
，

化肥减量施用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功能型农户其经营规模系数为 0.818，同样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但二次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示，功能型农户减量施用概率随经营规模的

扩大显著增加。由此，实证结果与前文推论一致，假说 1、假说 2a、假说 2b和假说 3均得到验证。

表 6 不同规模维度与化肥减量施用

变量 （1）总体样本 （2）生产型农户 （3）功能型农户 （4）总体样本 （5）总体样本

地块规模（对数） 8.909***（0.713） — — — —

经营规模（对数） — 1.937***（0.357） 0.818***（0.175） — —

经营规模平方项（对数） — -0.228***（0.061） 0.137（0.440） — —

连片规模 — — — 0.824***（0.114） —

社会化服务卷入 — — — — 0.175***（0.043）

性别 0.354（0.295） 1.055**（0.426） 0.340（0.333） 0.236*（0.134） 0.347***（0.134）

年龄 -0.011（0.011） -0.014（0.015） 0.009（0.009） -0.009*（0.005） -0.009**（0.004）

受教育年限 0.024（0.029） -0.035（0.044） 0.032（0.024） 0.026**（0.013） 0.029**（0.013）

健康状况 0.401**（0.182） 0.075（0.250） 0.002（0.170） -0.072（0.083） 0.020（0.079）

兼业状况 0.534**（0.226） 0.937***（0.325） -0.087（0.233） 0.033（0.109） 0.145（0.107）

家庭收入（对数） 0.028（0.118） -0.446（0.315） 0.125（0.144） 0.219***（0.052） 0.242***（0.058）

劳动力占比 0.865**（0.363） 0.827（0.517） 0.115（0.323） 0.101（0.179） 0.091（0.177）

住房面积（对数） -0.149（0.188） 0.697**（0.292） -0.267（0.167） 0.010（0.090） 0.001（0.088）

生产型农户 -0.042（0.216） — — 0.273**（0.115） 0.205*（0.108）

功能型农户 -0.383*（0.219） — — 0.400***（0.095） 0.307***（0.096）

商品化率 0.907***（0.333） 0.047（0.490） 0.620*（0.342） 0.463***（0.144） 0.231（0.147）

土壤肥力 0.069（0.143） 0.067（0.170） 0.207*（0.111） -0.028（0.064） 0.026（0.061）

地块距离（对数）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田间交通条件 0.153（0.250） -0.033（0.343） 0.299（0.285） 0.104（0.131） 0.094（0.132）

灌溉条件 -0.488***（0.189） 0.827***（0.267） 0.120（0.183） 0.136（0.089） 0.123（0.088）

合作社服务 -0.041（0.231） 0.808***（0.288） -0.049（0.194） 0.283***（0.104） 0.242**（0.098）

政府补贴 -0.021（0.033） 0.070（0.047） 0.008（0.029） 0.005（0.013） 0.001（0.014）

市场距离 -0.448***（0.150） -0.203（0.229） 0.170（0.163） -0.053（0.069） -0.074（0.073）

通讯条件 0.078（0.186） 0.288（0.273） 0.026（0.179） 0.145*（0.085） 0.131（0.082）

常数项 -15.594***（1.960）-10.634***（2.216） -5.619***（1.401） -2.817***（0.667） -2.029***（0.618）

观测值 1752 300 352 1752 1752

①e1.937/0.228/2=70。



农业减量化：农户经营的规模逻辑及其证据

- 14 -

R2 0.877 0.580 0.421 0.372 0.352

注：①***、**、*表示在 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略。

地块规模与经营规模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正（见表 7）。其中，地块规模在经营规模和化肥减量施

用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地块规模的扩大增强了经营规模扩张对化肥减量施用的积极影响，假

说 4a得到验证。连片规模与地块规模交互项同样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连片种植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强

地块规模扩大对化肥减量施用的正向影响，假说 4b得到验证。同样地，连片规模与经营规模交互项

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伴随连片化种植水平的提高，经营规模扩大对化肥减量施用的正向影响得

到显著增强。据此，假说 4c得到验证。

表 7 化肥减量施用：不同规模维度的交互影响

变量 （1） （2） （3）

地块规模 2.468（6.052） 4.991**（2.086） —

经营规模 0.219**（0.096） — 0.161***（0.057）

连片规模 — 1.842***（0.518） 0.626***（0.085）

地块规模×经营规模 0.813*（0.424） — —

连片规模×地块规模 — 3.078**（1.329） —

连片规模×经营规模 — — 2.178***（0.078）

常数项 -5.685（10.373） -9.927***（3.805） -2.031***（0.518）

观测值 1752 1752 1752

R2 0.375 0.420 0.387

注：①***、**、*表示在 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略。

社会化服务卷入与地块规模、经营规模和连片规模交互项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见表 8）。这表明，

农户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卷入越深，其地块规模、经营规模扩大，以及连片规模提高对化肥减量施用

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社会化服务卷入在地块规模、经营规模、连片规模与化肥减量施用之间具有显

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据此，模型估计结果与前文理论预期一致，本文假说 5得到验证。

表 8 化肥减量施用：社会化服务卷入的交互影响

变量 （1） （2） （3）

地块规模 2.494（2.080） — —

经营规模 — 0.265（0.230） —

连片规模 — — 0.330*（0.171）

社会化服务卷入 0.059（0.061） 0.086（0.061） 0.039（0.052）

社会化服务卷入×地块规模 1.158***（0.271） — —

社会化服务卷入×经营规模 — 0.737***（0.235） —

社会化服务卷入×连片规模 — — 3.890***（0.069）

常数项 -5.532（3.610） -2.905***（0.898） -1.054*（0.615）

观测值 1752 1752 1752

R2 0.635 0.305 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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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表示在 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略。

3.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基于C-D生产函数测算农户最优化肥投入量可能忽视不同农户类型的异质

性冲击，由此引起的测量误差问题。据此，本文借鉴Huang et al.（2015）的处理方法，利用实际化肥

投入量替换被解释变量，进一步检验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 9估计结果显示，地块规模、连片规

模与社会化服务卷入对农户化肥使用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生产型农户而言，其化肥施用量

伴随经营规模的扩张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而对于功能型农户而言，经营规模的扩张则显著降低

其化肥施用量。由此可见，前文的基本结论具备稳健性。

表 9 不同规模维度与化肥施用量：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化肥施用量

（1）总体样本 （2）生产型农户 （3）功能型农户 （4）总体样本 （5）总体样本

地块规模（对数） -0.887**（0.408） — — — —

经营规模（对数） — -0.550*（0.288） -0.183***（0.033） — —

经营规模平方（对数） — 0.056*（0.034） 0.045（0.031） — —

连片规模 — — — -0.120***（0.045） —

社会化服务卷入 — — — — -0.038***（0.010）

常数项 5.351***（0.598） 3.877***（0.702） -0.526（0.378） 4.490***（0.304） 0.001（0.138）

观测值 1752 300 352 1752 1752

R2 0.103 0.093 0.272 0.106 0.104

注：①***、**、*表示在 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略。

表 10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块规模与经营规模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地块规模的扩张能够显

著降低经营规模扩张对化肥施用量的正向影响效应。连片规模与地块规模、连片规模与经营规模交互

项同样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连片种植可以显著增强地块规模对化肥施用量的负向影响，并降低了

经营规模扩张对化肥施用量的正向影响。

表 10 不同规模经营维度、社会服务卷入的交互影响：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化肥施用量

（1） （2） （3）

不同规模维度的交互影响 — — —

地块规模×经营规模 -0.910***（0.098） — —

连片规模×地块规模 — -2.272**（0.113） —

连片规模×经营规模 — — -3.603***（1.210）

常数项 0.032（0.550） -0.023（0.051） -0.027（0.124）

观测值 1752 1752 1752

R2 0.646 0.354 0.628

社会化服务卷入的交互影响 — — —

社会化服务卷入×地块规模 -0.883***（0.063） — —

社会化服务卷入×经营规模 — -0.552**（0.0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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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服务卷入×连片规模 — — -3.874***（0.243）

常数项 0.024（0.055） -0.113（0.100） -0.075（0.050）

观测值 1752 1752 1752

R2 0.220 0.626 0.214

注：①***、**、*表示在 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略。

不可观测因素可能会同时影响农户不同维度规模经营与化肥施用决策，即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将导致前文估计有偏。据此，本文利用控制方程方法（control function，CF）缓解上述问题。由表 11

与表 12的估计结果可知，CF估计结果与前文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由此，本文的基本结论稳健。

表 11 不同规模维度与化肥减量施用：CF估计法

变量
化肥减量施用

（1）总体样本 （2）生产型农户 （3）功能型农户 （4）总体样本 （5）总体样本

地块规模（对数） 16.470***（1.472） — — — —

经营规模（对数） — 3.439***（0.716） 1.505***（0.337） — —

经营规模平方（对数） — -0.671***（0.144） -0.253（0.801） — —

连片规模 — — — 1.472***（0.212） —

社会化服务卷入 — — — — 0.323***（0.078）

常数项 -29.236***（3.889） -18.226***（4.207）-10.170***（2.587） -4.618***（1.194） -3.405***（1.121）

观测值 1752 300 352 1752 1752

R2 0.849 0.353 0.254 0.157 0.118

注：①***、**、*表示在 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标准误；③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略。

表 12 不同规模经营维度、社会服务卷入的交互影响：CF估计法

变量
化肥减量施用

（1） （2） （3）

不同规模维度的交互影响 — — —

地块规模×经营规模 0.066***（0.008） — —

连片规模×地块规模 — 0.050*（0.027） —

连片规模×经营规模 — — 0.080***（0.022）

常数项 0.158（0.159） -0.437***（0.108） -0.328**（0.154）

观测值 1752 1752 1752

R2 0.168 0.254 0.621

社会化服务卷入的交互影响 — — —

社会化服务卷入×地块规模 0.022**（0.010） — —

社会化服务卷入×经营规模 — 0.068***（0.013） —

社会化服务卷入×连片规模 — — 0.194***（0.023）

常数项 -0.042（0.149） 0.006（0.144） -0.042（0.139）

观测值 1752 1752 1752

R2 0.202 0.153 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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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表示在 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标准误；③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略。

另外，考虑到不同地区的耕地资源与人口密度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分别增加以 25亩及以下和 45

亩及以下作为小农户划分标准的稳健性检验。表 13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以 25亩及以下还是以 45

亩及以下作为小农户划分标准，模型估计结果均支持前文的结论。

表 13 农户类型与化肥减量施用：不同划分标准的估计结果

变量
25亩划分标准 45亩划分标准

（1）生产型农户 （2）功能型农户 （3）生产型农户 （4）功能型农户

经营规模（对数） 2.205***（0.873） 0.833**（0.337） 1.748***（0.356） 0.929***（0.198）

经营规模平方项（对数） -8.940**（2.720） -0.225（0.363） -0.877**（0.359） 0.129（0.196）

常数项 -6.552**（2.851） -9.590***（1.816） -8.370***（2.247） -6.278***（1.585）

观测值 120 290 324 375

R2 0.331 0.211 0.396 0.267

注：①***、**、*表示在 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略。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农户分为不同类型，将农地规模分解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与连片规模，并据此揭示减量

的内在逻辑及其实证证据。

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是：①农户所拥有的地块规模越大，化肥减施量越明显；②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生产型小农，化肥减施量与经营规模呈倒U型变化；追求多元化经营的功能型小农，化肥减施量随

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③种植的连片规模越大，化肥减施量越高；④地块规模的扩大，能够增强经

营规模扩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连片规模的扩大，能够增强地块规模扩大以及经营规模扩大对减施的

促进作用；⑤农户的服务外包或社会服务卷入程度加深，能够增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和连片规模扩

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

本文主要的理论贡献是：①不同类型的农户，因经营目标、要素投入组合等不同，以及经营规模

形式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农业减量化逻辑；②将农地规模区分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与连片规模，一

方面分别揭示出三类规模实现减量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揭示出三类规模内部的交互性以及纵向分工

卷入同三类规模的交互性，由此加深对农地规模内涵的理解，并拓展农业分工理论及其运用。

本文隐含的政策含义是：①通过土地整理扩大农户的地块规模，有助于农业的减量化；②在农地

流转过程中，鼓励农户土地的连片流转或连片经营，能够改善农业的减量效果；③鼓励农户卷入横向

分工推进农业的区域专业化，能够突破小规模、分散化与细碎化的小农经营对减量化的制约，从而改

善减量绩效；④发育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市场，鼓励农户通过服务外包卷入农业的纵向分工，能够

通过服务规模经营方式进一步实现农业减量及其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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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Chemical Reduction: The Logic andEvidence Based on
FarmlandOperation Scale of Households

Zhang Lu Luo Bil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categorizes rural households into 5 groups, and divides their farmland scale into plot scale, operation scale

and joint planting scale. It furth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cluding “household type-scale form-chemical reduction

behavior”. The empirical analyses based on a rural household survey indicate that, first of all, for the full sample, the amount of

chemical use reduction increases with plot scale expansion. For production-oriented households pursuing the maximum yield,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mical use reduction and operation scale can be found. However, for function-oriented

households pursuing diversified operation, their amount of chemical use reduction increases when operation scale expands.

Secondly, the increase in joint planting scale would promote the reduction of chemical use, and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xpanding plot and operation scales on reduction. Thirdly, the increasing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s could increase plot

scale, operation scale and joint planting scale. Therefore, for agricultural chemical reduction,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ncourage

the joint planting among households and form enough market capacity of production services. This would inspire service providers

to provide specialized services and replace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with service scale operation.

KeyWords: Plot Scale; Operation Scale; Joint PlantingScale;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AgriculturalChemical Reduction


